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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困境儿童资源分配：基于国内外研究视角的比较分析
王　霞

三亚学院　海南　三亚　572022

摘　要 ：本研究从性别视角出发，对国内外关于家庭困境儿童资源分配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系统梳理了性别偏好、

家庭结构与父母人力资本等因素对资源分配的影响机制，发现性别是导致困境儿童内部资源分配差异的关键变量。通过比较分

析，本研究揭示了我国在困境儿童资源分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包括对非物质资源关注不够和政策体系的 "性别盲视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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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范围内，儿童发展不平等问题依然严峻，

困境儿童的福祉保障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我国推

进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困境儿童的精准帮扶

更成为重要议题。然而，现有研究多将家庭视为整体，

忽视了其内部资源分配的复杂性。

研究表明，在资源有限的家庭中，分配决策常呈

现系统性差异，其中性别是关键因素。阿马蒂亚·森提

出的“缺失的女性”现象，正是家庭层面性别偏见的极

端体现。在困境家庭中，资源约束会放大这种基于性别

的分配不公，使女童面临“困境中的困境”——既承受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利，又因性别遭受内部资源

剥夺。这种差异体现在教育投资、医疗保健和父母时间

投入等多个维度。例如，在多子女困境家庭中，教育支

出常向男孩倾斜；在流动人口家庭中，男孩更可能被选

择随迁以获得更优资源。

那么，性别因素究竟如何影响困境家庭的资源分

配？其作用机制为何？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研究成果，

揭示我国在此领域的问题，并为后续优化提供借鉴。

二、性别在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作用机制：国内外

研究梳理

（一）国内研究现状与发现

国内研究立足于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传统与经济

转型背景，揭示了性别在家庭资源分配中的复杂影响，

其作用机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文化规范驱动的性别偏好。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

和“养儿防老”观念是驱动资源分配性别差异的核心文

化力量。这一偏好不仅影响了极端的人口结构，更在日

常的家庭投资决策中体现。刘雯等人（2021）对中国家

庭教育支出的研究发现，在多子女家庭或低收入家庭中，

教育支出明显向男孩倾斜，呈现出“男孩优先”的模式。

这种偏好尤其在资源受限时被激活，家庭倾向于确保儿

子的教育机会，而女儿则可能成为家庭权衡下的牺牲品。

陶自祥（2011）从家庭微观视角对大量高额彩礼婚姻现

象进行研究，发现其实质是代内剥削，具体表现就是家

长为了降低儿子打光棍的风险，强迫女儿早婚来准备儿

子结婚所需要的高额婚礼支付，这使得家庭资源，尤其

是用于婚姻的大宗支出，系统性流向男方。

加剧差异的制度性家庭结构。特定的家庭结构会

与性别因素产生交互作用，放大或改变资源分配的格局。

其中，流动与留守儿童家庭是研究这一交互作用的典型

场域。陶然等人（2011）的研究揭示了流动人口在决定

子女是否随迁时，男孩更有可能被父母带往城市接受更

好的教育和生活条件，而女孩则更有被留在农村成为留

守儿童的风险。这实质上是将“随迁”这一包含教育机

会、亲子互动和城市体验的“资源包”优先分配给了儿

子。此外，在多子女家庭中，子女的出生次序和性别组

合也会影响分配结果，例如，一个年幼的弟弟可能会剥

夺其年长姐姐的高等教育机会。

父母人力资本特征调节性别偏见。父母，尤其是

母亲的人力资本是调节性别偏见的关键变量。研究表明，

母亲教育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改善女童的处境。Duflo 

(2012) 在其关于女性赋权与经济发展的综述中明确指

出，掌控更多资源的母亲更倾向于将资源投资于子女的

健康与教育，且对女儿的投资偏好增强。这一机制在中

国情境下同样得到印证。当母亲拥有更高收入和更强决

策权时，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性别差距会显著缩小。这

表明，提升母亲地位不仅是性别平等的目标，也是促进

代际公平和儿童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国外研究现状与发现

国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文化比较视角，

从发展中国家的极端剥夺到发达国家隐性的性别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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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共同勾勒出全球范围内性别与资源分配的复杂图景。

发展中国家的极端剥夺与制度性偏见。在印度、

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及部分非洲地区，性别偏见对儿童

生存与发展构成了致命威胁。Barcellos 等人 (2014)

对印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们发现，

在营养和医疗保健这类关乎基本生存的资源分配上，女

孩显著处于劣势。与男孩相比，她们在生病时获得医疗

服务的概率更低，营养状况也更差。这种极端剥夺的根

源在于深植于文化和社会制度中的嫁妆制度，以及儿子

在宗教仪式和继承权上的特权，使得女儿被视作“经济

负担”，而儿子则是“资产”。

发达国家的隐性偏见与观念延续。在义务教育普

及、物质资源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基于性别的资源分

配差异并未消失，而是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这些差异

主要体现在非物质资源和特定领域的投资上。例如，父

母可能无意识地在早期教育中为男孩和女孩选择不同类

型的玩具和课外活动（如鼓励男孩参与STEM相关活动），

在高等教育和专业选择上施加不同的影响。此外，父母

的时间陪伴质量也可能存在差异。这些行为的背后，是

父母对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性别工资差距和职业隔离的预

期，以及内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起作用。Duflo (2012)

也指出，即使在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设计（如儿

童津贴的支付对象）也会基于家庭内部资源掌控的性别

差异，从而间接影响儿童的资源获取。

三、国内外研究的比较分析与差异透视

（一）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比较

1. 研究视角的差异

国内研究更侧重于传统文化和家庭结构等结构性

因素的直接影响。研究普遍从儒家文化、“重男轻女”

的宗族观念出发，将性别偏好视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外生

变量，探讨其如何在家庭内部转化为具体的资源分配行

为。同时，对中国特有的流动人口、留守儿童等家庭结

构的关注，也体现了研究视角与本土社会现实的紧密结

合。

国外研究的视角则更为多元。特别是在西方发达

国家，研究更关注心理、制度与市场因素的交互作用。

例如，探讨父母内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如何影响其在不同

领域（如 STEM 教育）对子女的投资，或分析劳动力市

场中的性别歧视如何通过预期回报机制反作用于家庭决

策（Duflo, 2012）。对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研

究则深入揭示了嫁妆制度、宗教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正

式法律体系在塑造性别偏好中的根本性作用（Barcellos 

et al.,2014）。

2. 研究方法的差异

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研究均广泛应用微观计量

经济学方法，但在数据运用和识别策略上各有侧重。

在数据运用方面，国内研究大量依赖全国性的微

观调查数据（如 CFPS、CHNS），擅长进行大样本的截

面或短面板数据分析。而国外研究，尤其是一些发表在

顶级期刊上的研究，更注重长期追踪数据或巧妙的自然

实验，以更好地识别因果关系。

在测量焦点上，国内研究对物质资源（如教育支出、

医疗费用）的测量已相当成熟，但对非物质资源（如父

母时间投入、教育期望、情感关怀）的性别差异测量尚

在发展中。国外研究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对时间利用调

查数据的深入挖掘已成为揭示发达国家隐性性别偏见的

重要手段。

（二）核心发现与共性的比较

尽管存在视角和方法的差异，国内外研究也揭示

了一些跨越文化背景的共性规律。

共性之一在于，资源约束激化性别不平等。无论

是中国的低收入家庭，还是印度的贫困农村，研究都一

致发现，当家庭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时，资源分配的性

别差异会显著扩大。这印证了资源稀缺理论，即在“稀

缺心态”下，家庭更倾向于依赖简单的文化偏好做出决

策，从而导致对女童更为不利的后果。

共性之二在于，母亲是改善女童处境的关键。国

内外研究都强有力地证明，母亲的人力资本和家庭决策

权是调节性别偏见的核心变量。当母亲拥有更高教育水

平和更强经济能力时，她们会更多地投资于子女，特别

是女儿的健康与教育（Duflo, 2012）。这一发现具有

普适性的政策含义，即赋能女性是促进代际公平的有效

途径。

（三）问题与政策回应的差异比较

1. 国内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研究层面，主要不足首先体现为对非物质资源

的关注不足。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教育、医疗等货币化支

出，对父母时间投入、情感支持、教育期望等隐性但至

关重要的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缺乏系统性和深度的实

证研究。其次，现有研究对异质性的挖掘不够深入。对

困境儿童内部的异质性，如残疾女童、流动女童、事实

无人抚养女童等特殊亚群体面临的叠加性劣势，研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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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薄弱，导致政策靶向性不足。

在实践与政策层面，政策的“性别敏感度”存在

不足。我国现行的儿童福利政策多为普惠型，在认定困

境儿童和分配资源时，普遍缺乏对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

的识别和干预机制。政策工具未能有效触及家庭内部的

“黑箱”。此外，法律约束力有限。虽然《未成年人保

护法》强调了平等原则，但对于家庭内部基于性别的资

源剥夺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强制纠正措施，法律的

可操作性有待加强。

2. 国外可借鉴的经验

国外在应对这一问题上，提供了多层次的政策启

示。

一是立法与精准的政策干预。一些国家通过立法

明确保障女童的财产继承权、教育权。更值得借鉴的是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等精准干预措施，例如直接向

有女童的家庭提供教育补贴，或对女童入学、完成疫苗

接种的家庭进行奖励。这类政策通过改变家庭投资的成

本 -收益计算，直接激励对女童的投资。

二是社会倡导与系统性赋能。通过国家主导的媒

体宣传和学校教育系统，持续挑战和改变“重男轻女”

的性别刻板印象。同时，致力于提升女孩自身的权能，

通过技能培训、领导力项目等，增强其自信心和未来竞

争力，从根本上改变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价值定位。

三是构建外部支持服务体系。建立完善的社区亲

职教育支持项目，为困境家庭提供育儿指导、心理支持

和资源链接，从外部缓解家庭压力。这不仅能改善整体

亲子关系，也能通过引入性别平等的育儿理念，间接促

进家庭内部资源的公平分配。

四、研究结果

研究得出，第一，性别是影响困境家庭资源分配

的关键变量，其作用机制呈现文化、经济与制度的复杂

交织。国内凸显“投资回报”与“文化规范”驱动，而

国外研究还揭示了“社会制度”与“心理观念”的重

要影响。第二，资源稀缺会系统性加剧性别不平等，而

提升母亲的人力资本与决策权是改善女童处境的有效途

径，此为跨文化共性发现。第三，比较显示我国研究存

在对非物质资源及异质性群体关注不足的问题，政策体

系存在“性别盲视”，难以保障困境女童的平等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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